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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U D Y T I M E S

依法治国

陪审团，其本意就是公民审判团或曰平民审判团，即从普通公民当中随机挑选若干陪审员，委派其参与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的
审理，并且独立于法官就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在刑事案件当中，陪审团通常会就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作出判断。法官在陪审团认定事
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对案件做出判决。

以法治思维观之，校园暴
力的治理不是小事，它不仅是
教育问题，还是在国民中从小
树立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大
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处
理。

从法治角度看“校园暴力”

□ 高长见

目前，“校园暴力”泛滥现象已成为各界

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例如，前段时间，某

地高三女生被三位男同学下药事件经媒体曝

光后引起舆论大哗，对此案的处理则引起更

大的批评声浪——公安部门介入事件调查后

认定不构成立案条件，随后，学校依校纪校

规对 3 名涉事男生分别给予记过或警告处分。

这里，本文不对个案处理结论是否妥当进行

过多评论，仅就校园暴力行为泛滥背后的理

念和制度问题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促进法治

国家建设及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

长期以来，我国校园内的暴力和欺凌问

题经常见诸报端，有些还造成了严重后果。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很多案件的处理以

“保护未成年人”和“教育、感化、挽救”

等理由，由学校予以轻微的纪律处分或者开

除了事，在受害人有强烈诉求的情况下则往

往以赔偿结局。一般来说，未成年人之间的

轻微校园暴力行为或欺凌行为并不值得大惊

小怪，训诫或者批评足以预防此类未成年行

为人再犯，避免运用刑罚制裁也符合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但是，令人困惑的是，

有些校园暴力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刑事犯

罪并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却由学校处分

或家长之间私了，这不但破坏了法治的严肃

性，也牺牲了个案中的公平正义。

实践中，很多已经构成犯罪

的校园暴力行为，行为人已经年

满十四周岁且手段非常残忍、主

观恶性很大，但学校和家长都以

未成年人“年龄小、不懂事”为

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之

此类校园暴力行为背后有时存在

家庭背景之间的阶层差异问题，

更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与我国

社会对校园暴力的过度“宽容”

态度不同，美国对严重的校园暴

力行为严格依法定罪处罚，并不

会以“年龄小不懂事” 等理由轻

易放过。

例如，今年年初，加州中国

留学生校园欺凌案宣告判决，3

名来自中国的高中生因绑架并攻击另一名中

国青少年被波莫纳县法院判处重刑：根据被

告人一方与检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3 人

对绑架和攻击指控供认不讳，获得从轻处

罚，但仍然分别获刑 13 年、10 年、6 年监禁

——这已经是法院考虑到未成年人矫正、教

育的需要后从轻量刑的结果，如果是成年人

实施类似的虐待行为，将被判处更重的刑

罚。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处理校园暴力

行为时，美国的司法实践通常不把未成年人

犯罪行为与普通的刑事犯罪行为截然分开，

只是在量刑时考虑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矫正

问题。

个案中，中美两国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处

理轻重悬殊，这当然有国情不同的大背景，

也有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并不宜

作简单对比。但是，从案件处理结果的反映

来看，两种模式的社会效果之间还是有显著

差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刑事立

法和司法方面严密程度的差别。长期以来，

我国特别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例

如，2012 年修正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

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

且，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12年修正） 第四十四

条也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由于片面强调

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保护，导致实践中无视

案件性质差异从轻处理泛滥，并有突破法治

底线之嫌疑，严重忽视通过刑罚安抚、补偿

受害人问题。

应当承认，对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等犯罪

问题，刑事立法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原

则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但是，正如成年人

的犯罪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存在极

大差异一样，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如此，大部

分未成年人犯罪可能比较轻微，采用非刑罚

处理办法无可非议，但现实中手段卑劣、后

果严重的未成年犯罪行为也无法进

入刑事司法程序则很难获得公众认

同。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出发，立法

上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及教

育、感化原则的适用作出适当区

分，不能把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

犯罪与轻微的校园暴力行为相混

淆，都排除于刑事司法以外，或

者一律免除处罚。毕竟，在法治

社会里，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权

利也具有正当性，它甚至应优先

于 对 未 成 年 暴 力 行 为 人 的 保 护 。

对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其生理

和精神伤害可能远远大于对成年

人的暴力行为，对暴力行为人处理

的“宽大无边”，又会对被害人带

来所谓的“第二次伤害”。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宜对教育、感化、

挽救目标的实现过于自信，也不能认为免除

处罚是实现对校园暴力实施者教育、矫治的

唯一途径，有时候，严格依法定罪处罚更能

使行为人认识到自身罪责并真诚悔罪，因而

更有利于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标。

目前，严重的校园暴力行为得不到有

效制裁，除了有关立法不够科学和精细以

外，执法力度不足导致的免除处罚泛滥也

是重要原因。我国刑法确定的犯罪圈本就

较小，在公民人身权利保护领域，就缺乏

一 些 基 本 罪 名 —— 例 如 暴 行 罪 和 恐 吓 罪

等。同时，实践中对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

行为处理也较轻，追究刑事责任需要造成

轻伤以上的伤害，同时，对造成轻伤的行

为还可以进行刑事和解。造成轻微伤的暴

力 行 为 只 能 进 行 治 安 处 罚 ， 并 可 进 行 调

解。对成年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处理尚且

如此，在 “教育、感化、挽救”原则的旗

帜 下 ， 对 未 成 年 人 实 施 的 校 园 暴 力 行 为 ，

“宽大无边”更成为惯例。

为了加强对校园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

应当更加重视校园暴力行为的法治化治理问

题。为此，有以下几点应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严密人身安全保护的刑事法网。

在下一步刑法修正中，应当增加必要的保护

人身安全的罪名，加强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

公民人身安全保护力度，以使处罚类似严重

虐待和欺凌行为有法可依。

其次，应当进一步改革收容教养制度。

现在适用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未成年人的

该制度，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应当通过法

治化改造使其获得新的功能定位，核心是以

适用程序的司法化取代当下的行政化审批方

式，并明确执行期限和执行规范，在惩戒的

同时加强教育、感化功能。

再次，严格依法处理校园暴力行为。针

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校园暴力行为人，应当采

取不同的执法策略：对于年满十四周岁的严

重校园暴力的行为人应当按照刑法追究刑事

责任，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应当避

免免除处罚的滥用。在刑罚执行阶段加强有

针对性的教育改造，坚持分别关押原则，并

按照未成年人犯罪人特点加强教育和矫正；

对于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

原则上应当由司法机关决定收容教养，不能

放任不管；情节显著轻微的，则可送工读学

校予以加强教育。

众所周知，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应是体

现在个案中的具体规范和不可逃避的法律责

任，是国民可以感知的落实到具体问题处置

上的有序状态。在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的我

国，需要重视具体问题的法治化治理及执法

刚性问题，因此，以法治思维观之，校园暴

力的治理不是小事，它不仅是教育问题，还

是在国民中从小树立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

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处理。

参考与借鉴

□ 封丽霞

对于中国的法学学者和学生来说，美国

的陪审团制度并不陌生。陪审团，其本意就

是公民审判团或曰平民审判团。即从普通公

民当中随机挑选若干陪审员，委派其参与刑

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的审理，并且独立于法官

就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在刑事案件当中，陪

审团通常会就被告人有罪或无罪作出判断。

法官在陪审团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

对案件做出判决。简而言之，英美法系的陪

审团制度实行的是“外行 （陪审团） 定案”

“内行 （法官） 判决”。那么，陪审团是怎么

产生的呢？什么样的人能当陪审员？美国人

对陪审团制度怎么看？带着这些问题，借访

学之际，笔者专门旁听了纽约州最高法院一

个刑事案件陪审团的筛选过程。

早上十点左右，我按照约定走进纽约州最

高法院刑事法庭，看到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

仔细打量一下，有背着书包的大学生模样的，

有家庭妇女装束的，有稳重的中年男子，还有

几个亚裔面孔。从着装来看都是普通老百姓而

不是什么特别的职业人士。有些妇女手里还拿

着超市购物袋，大概是准备筛选程序结束之后

还要赶回去买菜做饭吧。我看到已有12个人坐

在法庭左侧的陪审席上。

坐在法庭中央的法官开始给在座的陪审

团候选人讲解陪审团的义务和责任、陪审团

制度对于美国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等等。乍

一听，像是一个博学的法学教授在给学生上

一堂重要的普法教育课。法官讲解完毕，进

入到陪审团成员的正式筛选阶段。法官逐一

向坐在陪审席上的陪审员候选人发问。我归

纳了一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你

是美国公民吗？现在是不是居住在纽约州，

什么时候搬到纽约的？教育状况如何，能不

能听懂英语？你自己或亲戚朋友有没有犯罪

（重罪） 记录？有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或从事

过法律方面的工作？

通过这些候选人的回答，法官很容易辨

别出哪些人不适合担任此案件的陪审员。在

倾听法官提问和候选人回答的过程中，辩方

律师和检方公诉人可以随时向候选人追问问

题，如果觉得不妥，即使没有特别理由也可

以建议法庭取消候选人的陪审员资格。在整

个发问的过程中，法官始终面带微笑、相当

平易近人。有时候给人感觉就像是聊聊家

常。有一个还处于哺乳期的年轻妈妈也坐在

陪审席上，她的孩子还不到一岁。法官诚挚

地感谢她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抽出时间来

支持法院的工作。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三位候选人被法官

认为不适合担任案件的陪审员。第一位是一

个年长的黑人妇女，在法官向其提问时，她

表示自己有耳疾听不见法官的问话。理所当

然，她被客气地请求退出陪审席。第二位是

一个敦实的中年拉丁裔男子，他向法庭陈述

他的一个侄子前几天因为重罪被起诉。于

是，他也被请出陪审席。第三位是一个戴眼

镜的风度翩翩的白人男子，他说自己获得法

律 JD 学位，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法律工作。在其陈述完之后，辩方

律师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候选人的法律背景

有可能使其对案件当事人产生偏见。法官居

然认同了辩方律师的主张，因此这位“业内

人士”也被请出陪审席。在这三位候选人被

请求离开法庭之后，法官立即在法庭等待的

其他几十位候选者当中重新随机抽取陪审团

成员。被选中的候选者走到陪审席就座继续

接受法官的提问。

直到中午十二点半我离开时，陪审团的

筛选工作还没有结束。由衷感叹，陪审团的

筛选与产生真是一个程序繁琐、耗费时日的

过程。通过旁听，我才知道，在美国，被通

知去法庭候选陪审团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当上

陪审员。一个美国朋友说，他曾三次被抽取

为候选人，但一次都没当上过陪审员。通常

来说，候选人数一般都比陪审团所需人数多

出好几倍，有时甚至可达两三百人。要在这

么多的候选人当中筛选出最后的陪审团成

员，也许就要耗费数日甚至数月。

第二点感受是，在陪审团产生的过程中，

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律师的作用巨大。作为

“法律外行”的陪审员候选人，其性别、种

族、宗教信仰、职业、经济收入、所处阶层都

会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哪

些候选人会对当事人有偏见？哪些候选人会对

案件事实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认定？除了法官

的常规提问之外，这些都需要辩方律师的直觉

和经验进行判断，而这种一眼看上去的直觉和

判断，需要长期的出庭经验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才能获得。故此，一个阅历丰富、驰骋法庭多

年的资深律师，和一个刚出茅庐的年轻律师，

在陪审团筛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有天壤

之别。无怪乎，美国人摊上官司，竭尽全力、

不惜血本都要请个有经验的资深律师。如果陪

审团成员构成不利于当事人，即使是再有本事

的律师对于后面的事实认定也难以扭转、无力

回天。

第三点感受是，法律专业人士在作为陪

审团候选人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优势，甚至

还会成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角色。可以说，陪

审团的产生恪守“去专业化”“平民化”的标

准。就如美国法官在案件审理前跟陪审员候

选人说的那样，“你们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法律

训练，也无需精通法律条文，你们只要用你

们来自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对证据作判断就行

了”。言下之意，陪审团强调的是一个普通公

民依据生活经验和常识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认

定。这与我们所看重的司法精英化、司法专

业化要求相去甚远。依据美国法律，陪审团

最后要集体投票就案件事实进行表决。在 12

名陪审员中，9人意见一致，才能做出一般的

民事和刑事案件裁决。指控谋杀成立的案件

则需要陪审团一致通过才能认定谋杀成立。

为什么美国人把这些判定有罪还是无罪，甚

至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放心地交给这些

不太懂法律的外行来判断呢？我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

据介绍，美国的大部分民事案件审理也

需要陪审团参与，但其筛选程序远没有刑事

案件那么复杂，陪审员数量没有刑事案件那

么多，也不用在法庭进行。我还参观了纽约

最高法院四层的一个巨大的陪审员等待厅。

里面坐着许多等待筛选的纽约市民。紧靠等

候厅，就两间小屋子，每间能容纳 30 人左

右，被叫到的候选人按照顺序就座后，由法

官和双方律师向其提问进行筛选。每位律师

一般有两次无需理由就可以否决候选人陪审

资格的机会。换言之，只要律师看某个陪审

团候选人不顺眼，他就可以将其剔除出去、

挡在门外。

作为陪审员参加陪审是美国公民的一项

法定义务。只要年满 21 周岁的美国公民都有

可能被随机抽取要求参加陪审。据统计，美

国每年约有500万左右的公民会被抽中选为陪

审员候选人。对于被抽取的候选人，没有特

定事由不得拒绝出席陪审。被抽中的候选人

若有充分理由，譬如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

家里有重症病人需要看护、自己生病等等，

可以有两次机会推迟，但是第三次必须到

席。一般来说，每个公民每六年就有一次被

选中参加陪审的机会。陪同我参观的贝多恩

女士，就前后参加过五次陪审。

我记得在美国看到过一个消息，说的是

2015年 4月的某一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现任

首席法官约翰·罗伯茨被传参加马里兰州蒙哥

马利郡的陪审员候选，

最后他落选了。布雷耶

大法官也有一次被马萨

诸塞州法院传召备选陪

审员，也没被选上。很

容易理解，法官和律师

们是不会让美国的最高

司法官员们来担任他们

案件的陪审员的。里根

总统在任期间也被加州

法院传去备选陪审员，

但他已经当总统了，所

以法院允许他总统任期

结束之后再去履行陪审

员职责。小布什和奥巴

马也都在任期分别被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

的法院传去备选陪审员，考虑到国事繁忙，两

州法院都豁免了两人的陪审员义务。显然，无

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总统、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都负有担任陪审员的公民义务，尽管没有

哪个法院的法官会真的把他们留下。

说实话，即使再忙都要放下手里的活

计，抽出至少一周的时间参与一个与己无关

的人的案件审理，很多人心里也不是那么心

甘情愿的。据说，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太愿意

被选中。因为当陪审员期间虽然可以享受公

假，但如果碰到棘手案件，陪审时间会一再

延迟、一拖再拖。一些公众瞩目的敏感案件

有时候还要被封闭，隔绝与外界往来，严重

影响本职工作或者家庭生活。无怪乎，很多

美国人把陪审称为“光荣的苦差事”。据统

计，2007年美国大约有 3200万人收到陪审员

传唤令，但最后只有 150万人做了陪审员。

但是，参加陪审是公民的一项严格的法

定义务，如果被抽到的陪审团候选人不按时

报到，可能会被视作蔑视法庭，轻则罚款，

重则会被定罪、被“请进”监狱。被抽中的

候选人们只好耐下心来，安静等候、认真旁

听控辩双方律师询问证人、提供证据以及法

庭陈词，并就案件事实作出负责任的认定。

对于没有工作报酬的陪审员，纽约州法院一

般会给予每天 40 美元的补助，对于有工作报

酬的陪审员法院则不给予任何补助。陪审员

所在的工作部门或公司一般都会付给雇员在

当陪审员期间的全部工资。

我在国内时曾看到过一种说法是，为了

避免陪审团成员受到大众媒体、家人朋友对

案件评论的影响，陪审期间通常不让他们回

家、不让与其他人讨论案情、也不让看电视

和相关报导，还有可能被封闭隔绝一段时

间。对这个说法我一直半信半疑。这次，我

专门询问陪同参观的贝多恩女士，假如案件

审理持续很长时间，陪审团成员是否允许回

家？她回答说，在纽约州对于一些特大案

件，陪审期间陪审员有可能不能回家，只能

住在法庭指定的酒店里。但这种情况极为少

见。据她所知，纽约州还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有一个少年失踪案，陪审团认定事实耗费

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几十年以来，还都没有

出现陪审团持续工作数月的情况。贝多恩女

士介绍说，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时间一般都要

进行控制，时间太长了花费巨大，纳税人承

受不了，陪审员也受不了。一般情况下，陪

审员当天都可以回家，第二天一早再按时返

回法院。

那么，如何保证陪审员不受家人和外界

干扰呢？我继续追问。她解答说，依据常

规，陪审员在开始陪审之前要向法庭宣誓认

真、诚实审理案件。这对每个陪审员的内心

会产生积极的警示作用。而且，法庭会书面

告诫每一位陪审员不得向家人透露案件相关

情况，不得看与本案有关的任何电视、广

播、报纸的新闻报道，也不得与其他陪审员

讨论案件的相关问题。如有违反，会受到重

罚。她说，纽约最高法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情。一个陪审员回家之后告诉了家里人案件

的相关情况，被法庭发现后处以 15天拘留。

尽管美国社会对于陪审团制度有种种质

疑和抨击，但是美国公民对于陪审团的信任

仍然大大超过了他们对律师、法官、议员的

信任。正如贝多恩女士所言，尽管陪审团制

度有这个或那个毛病，但是至今还运作良

好，美国人民还是相信人民自己作出的判断。

美国陪审团是怎么产生的


